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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规模、密度与创新是城市层级跃升的关键要素。 现有研究往往割裂考察各个维度,缺乏整合性分析框

架。 在构建了一个融合规模与密度约束的空间创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 2010—2020 年中国 297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第一,城市规模与创新绩效呈显著正相关,但这种关系受空间密度

的调节;第二,创新绩效与人口密度呈倒 U 型关系,存在特定的最优密度阈值;第三,最优密度阈值随城市规模

增大而提高;第四,数字化促进虚拟集聚从而降低空间交流成本,有效提升最优密度阈值并放大规模与密度效应

的创新溢出。 计算结果表明,包括超大特大城市在内的大多数中国城市仍处于最优密度阈值以下,具有显著加

密空间。 研究结果揭示了城市规模、密度与创新三要素的非线性互动机制,提出空间经济学视域下的城市层级

体系三要素理论,对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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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hierarchy system’s three elements:
the endogenous interaction between scale and density and their impact 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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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size, populationdensity, and innovation are key elements for urban hierarchy upgrading. Existing

studies often examine each dimension in isolation, lacking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patial innovation theoretical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scale and density constraints, and conducts empirical testing using

panel data of 297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urban

scal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this relationship is moderated by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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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Second,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population density,

with a specific optimal density threshold. Third, the optimal density threshold increases with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cale. Fourth, digitalization promotes virtual agglomeration, thereby reducing spatial communication costs, effectively

raising the optimal density threshold, and amplifying the innovation spillover effects of scale and density.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most Chinese cities, including megacities and super-large cities, are still below the optimal density

threshold and have significant room for density improvemen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nonlinear interaction mechanism

among the three elements of urban scale, density, and innovation, and proposes a three-element theory of the urban

hierarch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economics, which has implication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Key words: urban populationsize; populationdensity; innovation; virtual agglomeration; optimal density threshold;

spatial economy

　 　 城市作为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具有等级之

分,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是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

核心内生变量[1 - 2]。 研究普遍认为集聚促进创

新[3 - 7],但地理集聚会受到土地资源和环境承载

力的约束,城市不可能无限扩张,集聚也有拥塞效

应,因此,什么样的规模和密度更加有利于城市创

新,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与创新地理学等关

注的前沿问题[8 - 9]。 202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

出,我国城镇化已步入从快速增长期向稳定发展

期的转型阶段,城市发展模式正由大规模增量扩

张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变。 在 AI 时代,人工智能正

深刻重塑城市要素配置与治理结构,为城市创新

注入新动力,能够借助 AI 技术激发活力,培育新兴

产业,提升治理效能,从而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脱

颖而出,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探究城市

规模与密度对创新活动的交互影响,对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于城市空间与创新的关系,学术研究呈现出

从规模到密度再到虚实融合的演进脉络。 传统理论

强调规模经济的核心作用,证实创新与城市规模存

在超线性关系,大城市在复杂知识创造中优势显

著[10 -13]。 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密度环境支持不同类

型的创新,且二者呈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并受产业

结构多样性调节[14 - 16]。 王如玉等[17 - 18] 提出虚拟

集聚理论。 数字化催生了虚拟集聚新范式,为城

市创新提供了空间新动力。 王如玉等[19 - 20] 指出,
虚拟集聚和地理集聚实为“互补”,二者交融形成

的“双空间”经济正深刻改变着创新的动力机制。
本文旨在进一步细化空间结构对城市创新的

动力机制。 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规模—密度—
创新动态耦合机制框架。 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
首先,将城市规模与密度作为两个独立但相互作

用的维度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构建了城市空间结

构影响创新绩效的微观机制模型,证实密度具有

独立的倒 U 型作用路径。 其次,采用空间计量经

济学方法和严格的识别策略,识别并量化了不同

城市的最优密度阈值,为城市空间政策提供了量

化依据。 最后,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创新空

间结构的系统性影响,对规模效应的放大和最优

密度阈值的提升作用,拓展了数字经济学、空间经

济学与城市经济学的交叉研究。
基于理论模型和 2010—2020 年中国 297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综合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城市空

间结构通过规模和密度两个维度共同塑造创新绩

效:城市规模扩大对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

效应受到空间密度水平的系统性调节;创新绩效

与空间密度呈现明显的倒 U 型关系,表明存在促

进高质量发展的最优密度阈值;大城市的最优密

度阈值显著高于中小城市。 这些发现可以解释不

同空间结构城市在创新表现上的差异(限于篇幅,
省略了部分计量结果)。

在理论模型和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概括

性提出空间经济学的城市层级三要素理论,对我

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有

启示意义。
一、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创新的理论机制框架

城市空间结构通过规模与密度两个核心维度

共同塑造创新绩效,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内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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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而非独立线性影响。 规模扩大集聚效应,
密度变化影响交互质量,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的

“双空间集聚”构成城市创新空间动力系统。
(一)规模—密度—创新的交互作用机制

第一,规模效应机制。 城市规模通过 4 个关键

渠道促进创新生成。 ①知识汇聚渠道:大城市提

供更丰富的知识源和更高的创意碰撞概率;②人

才集聚渠道:规模扩大提升了劳动力市场匹配效

率并降低了专业化人才搜寻成本;③专业化分工

渠道:大城市支持更精细的创新服务分工和更完

整的创新价值链;④创新需求渠道:规模经济降低

了创新产品单位成本并扩大了潜在市场空间。 但

虚拟集聚可以影响规模效应。
第二,密度效应机制。 空间密度是地理集聚的

最佳显示度。 密度提升通过缩短物理距离、提高交

互频率、促进隐性知识传递和强化信任网络等渠道

促进创新;但过度集聚会导致拥塞,拥堵外部性、生
活成本和商务成本上升、环境质量下降和认知同质

化等拥塞效应会对知识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一些实

证研究也证明了最优密度阈值的存在[23 -24]。
第三,规模 - 密度交互机制。 规模与密度相

互影响、共同塑造创新环境,构成动态耦合系统。
一方面,城市通过三大效应———基础设施效应、人
才结构效应、治理能力效应影响创新水平[25];这三

大效应可以视为规模的衍生效应,而不论城市层

级地位高低,每个城市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集聚。
另一方面,密度水平能调节规模效应:适度密度环

境能充分释放规模潜力,而过高或过低密度均会

削弱规模优势[26]。
(二)数字化下虚拟集聚对创新空间机制的重塑

虚拟集聚改变了传统规模效应和密度效应的

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系统地重构城市创新的空

间动力学。
第一,交流成本重构机制。 数字技术改变了

交流成本的空间衰减函数,降低了知识流动的地

理摩擦[27],尽管对于复杂隐性知识传递面对面互

动仍然需要[28]。 虚拟集聚无所不在地冲破地理空

间分离的沟通障碍,已使知识交流与技术创新活

动尽可能地摆脱了地理邻近性约束。

第二,创新密度阈值提升机制。 虚拟集聚增

强了城市空间的有效承载能力,通过 3 个渠道提高

最优创新密度:①智能化管理提升了高密度环境

的协调效率,降低了拥堵和污染等负外部性;②远

程办公部分缓解了通勤压力,减少了高密度区域

的物理流动需求;③数字平台增强了创新主体间

的连接性,使相同密度下的知识网络更为丰富和

高效[29]。
第三,城市空间放大机制。 有研究表明,网上交

流往往增加而非减少后续面对面交流的需求[30 -31],
线上社区的形成增加了线下集聚的动力,所以数字

化时代创新活动的空间集中度不降反升[32]。 虚拟

空间与物理空间交织互促,形成双空间融合,放大了

城市空间,增强了城市创新空间生态。
第四,创新空间重组机制。 数字化促使创新

活动从简单的“集中或分散”二元模式转向网络模

式:创新核心功能(概念形成、原模开发)保持高度

空间集中,而支持性功能(数据处理、标准化测试)
则向外围扩散。 这种重组使创新主体能够同时获

取集聚优势和分散红利,形成更为灵活的空间组

织结构[33]。 虚拟集聚使集聚资源更加广泛、集聚

主体的地理位置更加分散,但算法技术更易强化

中心的集聚力。
(三)创新最优空间配置的理论特征与假设

基于上述机制框架,可以提炼出创新空间最

优化的关键特征。 第一,鉴于密度对创新的有促

进和抑制的正负效应,理论上存在使创新绩效最

大化的最优密度阈值。 该阈值代表了知识溢出收

益与拥塞效应的均衡状态。 第二,根据规模对最

优密度的影响机制,我们预期城市规模与最优创

新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即规模越大的城市,能够支

持的最优密度阈值也越高。 第三,基于虚拟集聚

重塑创新空间的理论机制,我们预期数字化水平

的提高将系统性地提升城市的最优创新密度阈

值。 第四,不同类型创新活动对空间特征的响应

存在差异:突破性创新可能在密度适中但多样性

高的环境中更易产生,而渐进性创新可在更高密

度环境中持续发生,因为突破性创新的核心需求是

“跨界碰撞”而非“资源扎堆”,而渐近式创新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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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快速迭代”,依赖资源集聚效率;高知识复

杂性生产领域对地理集聚依赖较强,而标准化程度

高的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易受虚拟集聚影响。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 4 个研究假设(见图 1)。
假设 1: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正向影响创新绩

效,且表现为超线性关系———创新产出增长速度

快于城市规模增长速度。
假设 2:在控制规模因素后,存在一个最优人

口密度阈值使创新绩效最大化;密度低于此阈值

时,创新绩效随密度提高而增加;密度超过此阈值

时,创新绩效随密度提高而降低。
假设 3:数字化水平提高将增强城市创新绩

效,同时提高城市创新的最优密度阈值,使创新绩

效密度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假设 4: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其创新最优密度

阈值也较高,规模与最优密度呈正相关关系。

图 1　 创新最优空间配置的假设

　 　 二、理论模型:空间约束下城市创新的内生动

力机制

这一部分构建一个整合城市规模、密度与创

新三要素关系的微观基础模型框架,揭示空间约

束条件下城市创新活动的内生动力机制。 首先建

立单一城市单位空间的知识创新模型,分析经济

密度和知识溢出的基本关系;然后扩展为具有异

质性劳动力和空间结构的双城市模型,分析规模、
密度、交流成本与创新绩效的动态交互关系。

(一)单一城市单位空间的知识创新模型

假设城市经济由两个相互关联的部门组成:
最终产品部门 F 和知识创新部门 R, 两部门在垄

断竞争市场结构下运行。
1. 生产结构与市场均衡

最终产品部门由 m 个子部门组成,每个子部

门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最终产品市场

满足垄断竞争条件,消费者需求函数具有不变替

代弹性 CES( ) 形式。 知识创新部门生产的中间投

入品组合 I 可表示为:

I = ∫n
0
x i( )

σ I-1
σ I di[ ]

σ I

σ I-1

(1)

式(1)中, n 表示知识创新部门创造的差异化

中间品种类数量; x i( ) 表示第 i 种中间品的产量;

σI > 1 表示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知识创新部

门的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性,体现为固定成

本与边际成本结构: LR i( ) = f + γx i( ), 其中 LR i( )

表示生产第 i 种中间品所需的劳动投入, f > 0 表

示固定成本, γ > 0 表示边际成本系数。
在垄断竞争均衡下,每种中间品的价格为边

际成本的加成。 计算公式为:

p i( ) =
σI

σI - 1γw (2)

式(2)中, w 为工资率。 由于对称性,均衡时

所有中间品的价格和产量相同,即 p i( ) = p 和

x i( ) = x。 零利润条件确定了均衡产量,其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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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σI - 1( )f

γ (3)

因此,知识创新部门的总劳动投入为:

LR = ∫
n

0

LR i( )di = n f + γx( ) = nσI f (4)

2. 空间密度效应与知识溢出

假设单位空间内劳动力总量为 L, 在均衡状态

下有 L = LF + LR, 同时,知识创新部门的中间品种

类数 n 与知识创新部门的劳动投入 LR 满足以下

关系。

n =
LR

σI f
= 1 - β( )L

σI f
(5)

式(5)中,第二个等式利用了均衡条件 LF =
βL 和 LR = 1 - β( )L。

现在考虑单位空间内的知识溢出效应。 本文假

设知识溢出强度与单位空间内的有效劳动密度相

关,即 A L( ) = Lδ, 其中 A L( ) 表示生产率水平, δ >

0 反映知识溢出的强度。 考虑知识溢出效应后,单
位空间内的总产出为:

Y = A L( )·Lβ
F I1 -β = Lδ· βL( )β· n

1
σ I-1x[ ]1 -β

(6)
将式(3)和式(5)代入式(6),经整理可得: Y =

Ω·L1+δ+(1-β)
σ I-1 , 其中 Ω 是由 β、 σI、 f 和 γ 组成的常数

项。 令 η = 1 + δ + 1 - β( )

σI - 1 > 1, 则进一步可简

化为:
Y = Ω·Lη (7)

式(7)表明,单位空间内的总产出与劳动力总

量(即劳动密度)呈超线性关系,这一结果与众多

实证研究一致,如 Bettencourt 等[7]。
(二)空间约束下的双城市创新模型

本文将上述模型扩展为具有内部空间结构的

双城市模型。
1. 城市空间结构与交流成本

考虑两个城市 r 和 s, 每个城市均有两个部

门:最终产品部门 F 和知识创新部门 R。 假设城市

内部为线型空间结构,中心商务区 (CBD) 位于空

间坐标原点,城市边界到 CBD 的距离为 A, 即城市

空间范围为 [ - A,A]。

城市内部的劳动力分布密度函数表示为

D x( ), 其中 x ∈ [ - A,A] 表示到 CBD 的距离。 城

市 j∈ r,s的总劳动力为 L j = ∫
Aj

-A j

D j x( )dx。考虑到与

城市中心的交流成本,本文假设位于坐标 x 处的劳

动力需要支付交流成本 t x , 其中 t > 0 表示单位

距离的交流成本。 因此,劳动力在考虑交流成本

后的有效供给为:

L j
􀮨 = ∫

Aj

-A j

D j x( ) 1 - t x( )dx (8)

式(8)中,假设 1 - t x > 0 对所有 x∈[ - Aj,

Aj] 成立,即交流成本不超过劳动的全部产出。
2. 异质性劳动力与知识溢出

本文引入劳动力异质性,假设城市 j 中高技能

劳动力占比为 λ j。 高技能劳动力不仅直接贡献更

高的生产力(假设为低技能劳动力的 h > 1 倍),还
能通过知识溢出提升城市整体生产力。 考虑异质

性后,城市 j 的有效劳动供给为:

L j
􀮨 =

∫
Aj

-A j

1 - λ j
( )D j x( ) + h λ jD j x( )[ ] 1 - t x( )dx (9)

为简化分析,本文假设劳动力密度分布服从

幂律函数:

D j x( ) = α x α-1

2 Aα
j

(10)

式(10)中, α > 1 是形状参数,此分布确保

∫
Aj

-A j

D j(x)dx = 1。

3. 创新绩效与最优密度

基于上述设定,本文可以推导出城市 j 中知识

创新部门的产出为:

YR
j = Φ·n

1
σ I-1

j ·Lδ
j

􀮨 (11)
式(11)中, Φ 是常数项; n j 是城市 j 中开发的

中间品种类数;结合式(5)和式(11)可得到计算

式为:

YR
j = Ψ·Lδ+ 1

σ I-1

j

􀮨
(12)

式(12)中, Ψ 是常数项。 为分析城市密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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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定义平均人口密度 D j

—
=

L j

2Aj
, 并考察

∂YR
j

∂D j
—
。

假设高技能劳动力的地理分布与城市密度相

关,具体而言,高技能劳动力比例与密度的关

系为:
λ j = λ0 + θ1D j

— - θ2D2
j
— (13)

式(13)中, λ0 > 0, θ1 > 0, θ2 > 0。 这一设定

捕捉了以下特征:低密度时,密度提升有助于吸引

高技能劳动力;但密度过高时,拥挤成本和生活成

本上升会降低高技能劳动力比例。
同时,虚拟集聚可以大大降低交流成本,而虚

拟集聚与城市数字化水平相关,我们不妨直接假

设交流成本与数字化水平存在的关系为:
t j = t0 - μ·Digital j (14)

式(14)中, t0 > 0 是基础交流成本,Digital j ∈
[0,1] 表示城市 j 的数字化水平, μ > 0 表示数字

化对交流成本的降低效应。
将式(9)、式(10)、式(13)和式(14)代入式

(12),通过一系列数学推导,可以得到创新绩效 YR
j

关于平均人口密度 D j

—
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 在

一定条件下,存在最优人口密度 D∗
j

—

使得创新绩效

最大化。

D∗
j

—

=
θ1h
2θ2h

+
t0 - μ·Digital j( ) -1

2α (15)

式(15)揭示了几个重要关系:最优密度与高

技能劳动力生产力 (h) 正相关,表明高技能劳动

力比例越高,城市能够承载更高的最优密度;最优

密度与数字化水平 (Digital j) 正相关,数字化程度

越高,交流成本越低,城市的最优密度阈值越高;
最优密度还与城市空间结构参数 (α) 相关,反映

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4. 城市规模、密度与创新的关系

为分析城市规模与最优密度的关系,本文考虑

劳动力总量 Lj 对最优密度 D∗
j

—

的影响。 在本文的模

型中,城市规模通过以下几个效应改变最优密度:
①规模—技能效应:大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有更大

的吸引力,即
∂λ0

∂Lj
> 0 ;②规模—创新效应:大城市

创新基础设施更完善,知识创新的固定成本分摊较

低,即 ∂f
∂Lj

< 0 ;③规模—管理效应:大城市先进的管

理技术和城市治理能力能更有效地处理高密度带来

的拥挤问题,即
∂θ2

∂Lj
< 0。

通过三大效应,本文可以得到城市规模与最

优密度的关系:
∂D∗

j
—

∂L j
= h

2θ2

∂θ1

∂L j
-
θ1h
2θ2

2

∂θ2

∂L j
> 0 (16)

即,城市规模与最优密度正相关:规模越大的

城市,其最优密度阈值也越高。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构建

本文使用 2010—2020 年中国 297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

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主要城市。 数

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查询系统等

官方渠道。 为确保数据的空间一致性,所有城市

层面的变量均采用市辖区(即建成区)口径,这一

处理方式避免了行政边界调整可能导致的数据

偏差,也更准确地反映了城市实际的经济活动

密度。
样本选择遵循以下原则:首先,剔除了数据严

重缺失的城市;其次,排除了在研究期间经历重大

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以避免政策外生性冲击;最
后,剔除了少数极端异常值。 最终获得的样本包

含 297 个城市共计 3 267 个观测值。 为进行异质

性分析,本文按照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将城市分为

大城市组(100 万人以上,99 个城市)和中小城市

组(100 万人以下,198 个城市),单独考察不同规

模城市的空间创新动力机制。
(二)实证模型与变量测量

1. 基准计量模型

基于理论模型的推导,本文设计如下计量模

型检验城市规模、密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Innovationit = α + β1Sizeit + β2Densityit +

β3Density2
it + γX it + μi + λ t + εi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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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7)中, i 代表城市; t 代表年份; Innovationit

表示城市创新绩效; Sizeit 表示城市规模, Densityit
表示城市人口密度; Density2

it 是密度的平方项,用
于捕捉密度与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X it 为一系

列控制变量; μi 为城市固定效应; λ t 为时间固定效

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进一步构建交互效应模型为:
Innovationit = α + β1Sizeit + β2Densityit +

β3Density2
it + β4Digitalit + β5Sizeit × Digitalit +

β6Densityit × Digitalit + β7Density2
it × Digitalit +

γX it + μi + λ t + εit (18)
式(18)中, Digitalit 表示城市数字化水平,交

互项用于捕捉数字化水平对规模效应和密度效应

的调节作用。
2. 变量测量与数据处理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创新绩效 ( Innovationit)

采用各年度城市市辖区专利授权数量测量。 专利

数据直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查询系统获取,
按专利权人所在地统计,确保空间归属准确性。
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还使用发明专利授权数、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作为

替代指标,以考察不同创新类型的空间动力特征。
此外,考虑到专利数量可能受到城市规模影响,本
文还计算了人均专利指标和城市专利占全国比重

指标,以控制规模效应。
核心解释变量有以下 3 个。
城市规模 (Sizeit):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城

市规模综合因子,考虑市辖区常住人口、市辖区生产

总值和小学在校学生数等指标。 主成分分析前对指

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样本 KMO 检验值为 0. 750 1,适
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也直接

使用市辖区常住人口数作为规模指标的替代变量。
城市人口密度 (Densityit): 计算为市辖区常

住人口数除以市辖区面积,单位为人 /平方公里。
本文还计算了就业密度(就业人数除以市辖区面

积)作为替代指标,用于稳健性检验。
数字化水平 (Digitalit):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

多个数字化指标中提取综合因子。 样本 KMO 检

验值为 0. 610 6,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为进行异

质性分析,本文还按照数字化水平的 75% 分位数

将城市划分为高数字化组和低数字化组。
控制变量(X it)有以下 5 个城市特征变量,以

降低遗漏变量偏误。
创新投入:地方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反映政府

对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
人力资本: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作为城市人力

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
基础设施:公共汽车数量、出租汽车营运车数

等,反映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文化资源: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反映城市文

化资本积累状况;
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比重,反映城市产业转型

升级程度。
所有金额类变量均采用 2010 年不变价格进行

平减,确保跨年度可比性。 为降低异方差问题和

处理变量的偏态分布,本文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对

数转换。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专利授权数(件) 3 267 5 421. 30 14 218. 50 13 24 1037

发明专利授权数(件) 3 267 1 198. 70 4 351. 60 1 85 169

城市规模因子 3 267 0 1 - 1. 328 6 742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3 267 1 582. 50 1 353. 60 42. 8 9 538. 70

数字化水平因子 2 772 0 1 - 1. 495 5. 623

科技支出(亿元) 3 090 9. 27 22. 15 0. 03 324. 56

公共图书馆藏书(万册) 3 090 125. 6 162. 4 2. 5 1 853. 20

从表 1 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在创新绩效、规模和

密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专利授权数的均值为

542 1. 3件,但标准差高达 14 218. 5 件,表明城市间创

新能力差异显著。 人口密度平均为 1 582. 5 人 / km2,
最高值(9 538. 7 人 / km2)是最低值(42. 8 人 / km2)的
223 倍,反映了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多样性。 这些

显著的城市差异为本文研究规模、密度与创新三

要素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观察窗口。
(三)识别策略与内生性问题处理

城市规模、密度与创新三要素之间可能存在

复杂的内生关系,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一是反

向因果关系———创新活跃的城市可能吸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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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入,导致规模和密度增加;二是同步偏

误———某些未观测因素(如城市发展政策)可能

同时影响规模、密度和创新表现;三是测量误

差———特别是在人口统计和专利统计方面可能

存在系统性偏差。 为缓解这些内生性问题,本文

采取以下识别策略。
第一,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城市层

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特征(如地理位置、历史

文化)和所有城市共同面临的时间冲击(如宏观

经济政策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遗漏变量

偏误。
第二,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可能的反向因果关

系。 具体而言,本文选择 2009 年(样本期前)的城市

死亡人口数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 这一选择

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2009 年的死亡人口数量与

当期城市规模高度相关(相关系数 0. 835 3),满足

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历史死亡人口

不太可能通过当期创新绩效以外的其他渠道直接

影响当期城市创新活动,满足排他性要求。 本文

进行了一系列诊断性检验,包括弱工具变量检验

和过度识别检验,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第三,本文还采用了时滞处理法,即使用前一

期 ( t - 1) 的解释变量预测当期 ( t) 的创新绩效,
这一方法有助于缓解同期反向因果问题。

第四,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

列敏感性分析,包括使用替代变量、改变样本范

围、调整计量方法等,检验结果在不同设定下的一

致性。
四、计量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城市规模、密度对创新绩效影响的

基准回归结果。 列(1) ~ 列(3)是全样本回归,列
(4)和列(5)分别是中小城市组和大城市组的分样

本回归。
表 2 的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第一,城市规模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城市规模系数在五个

模型中始终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假设 1:城市人口

规模扩张能增大城市创新绩效优势。 这一结果符

合理论模型的预测:规模扩大不仅带来简单的人

口聚集,还促进了创意碰撞和知识溢出,提高了创

新效率。
表 2　 城市规模、密度与创新三要素绩效———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中小城市 大城市

城市规模
1. 582 6∗∗∗ 0. 517 7∗∗ 0. 372 8∗∗ 0. 091 4∗∗ 0. 422 9∗∗

-3. 84 - 2. 09 - 2. 35 - 2. 53 - 2. 21

人口密度
2. 427 2∗∗∗ 1. 660 9∗∗ 1. 478 8∗∗∗ 0. 175 2∗ 2. 812 3∗∗∗

-2. 54 - 2. 58 - 2. 9 - 1. 96 - 2. 97

人口密度平方
-1. 207 0∗ -1. 208 6 -1. 416 9∗∗ -0. 223 6∗ -2. 887 8∗∗∗

( - 0. 90) ( - 1. 40) ( - 2. 05) ( - 1. 77) ( - 2. 77)

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2. 253 3∗ 1. 019 1 0. 737 7∗ 1. 165 7

- 1. 7 - 0. 7 - 1. 93 - 0. 79

科学技术支出
0. 020 5∗∗∗ 0. 017 9∗∗∗ 0. 004 3∗∗∗ 0. 017 1∗∗∗

-4. 44 - 7. 84 - 2. 63 - 6. 63

执业助理医师数
0. 153 5 0. 220 0∗∗ 0. 016 1 0. 199
- 0. 67 - 2 - 0. 84 - 1. 4

出租汽车数量
-1. 157 6∗ -0. 636 6∗ -0. 053 9 - 0. 891 4∗

( - 1. 74) ( - 1. 68) ( - 0. 93) ( - 1. 73)

数字化水平 — 0. 148 0∗∗∗

-2. 63
0. 013 1
- 1. 01

0. 158 1∗∗

-2. 47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3 155 3 090 2 772 1 852 920
R2 0. 457 0. 513 0. 542 0. 376 0. 618

城市数 297 297 297 198 99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 p < 0. 1 时有统计学
意义。 所有回归均使用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列(4)和列(5)
分别是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在 100 万人以下和 100 万人以上的城市
样本。

第二,城市人口密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

著的倒 U 型关系。 在全部 5 个模型中,人口密度

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而平方项系数为负,其中

在模型(3)、模型(4)和模型(5)中平方项系数统

计显著。 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2:在空间约束下,
存在最优人口密度使创新绩效最大化;当密度低

于此阈值时,创新绩效随密度提高而增加;当密度

超过此阈值时,创新绩效随密度提高而降低。
第三,比较模型(4)和模型(5)可以发现,大城

市组的密度系数明显高于中小城市组,表明规模

较大的城市从密度提升中获得的创新收益更大。
通过计算最优密度阈值,本文发现大城市组的最

优密度阈值为 4 869 人 / km2,而中小城市组为

3 918人 / km2。 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4:人口规模

大的城市,其最优密度阈值也较高。
第四,数字化水平的系数在模型(3)和模型

(5)中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发展对城市创新具有

促进作用,且这一效应在大城市更为显著。 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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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 提供了初步支持,但要全面验证数字化对密

度效应的调节作用,还需进一步的交互效应分析。
在控制变量方面,科学技术支出对创新绩效

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政府创新投入的重要性。
执业助理医师数在全样本中显著为正,反映了人

力资本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在部分模型中显著为正,说明文化资源对创新活

动的支持作用。 出租汽车数量系数为负,可能反

映了拥堵和交通压力对创新的负面影响。
(二)数字化水平对规模效应与密度效应的异

质性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化水平对规模效应和密度

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按数字化水平将样本划分

为高数字化组和低数字化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表 3 呈现了分组回归结果。

表 3　 数字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低数字化组 高数字化组 低数字化组 高数字化组

被解释变量 专利授权 专利授权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城市规模
0. 102 5∗∗∗ 0. 412 7∗ 0. 045 2∗∗∗ 0. 417 7∗∗∗

- 3. 24 - 1. 7 - 2. 99 - 2. 75

人口密度
0. 182 2∗∗ 3. 480 3∗∗ 0. 055 5 2. 443 6∗∗

- 2. 07 - 2. 33 - 1. 16 - 2. 54

人口密度平方
- 0. 294 5∗∗ - 3. 596 8∗∗ - 0. 057 8 -2. 388 8∗∗

( - 2. 29) ( - 2. 19) ( - 0. 85) ( - 2. 41)
公共图书馆
图书藏量

0. 487 2∗∗ 1. 314 8 0. 370 9∗∗∗ 0. 435 4
- 2. 04 - 0. 78 - 2. 92 - 0. 5

科学技术支出
0. 005 0∗∗∗ 0. 017 3∗∗∗ 0. 003 8∗∗∗ 0. 008 1∗∗∗

- 2. 7 - 6. 19 - 2. 79 - 5. 28
执业助理
医师数

0. 030 8 0. 275 7 0. 018 5 0. 090 1
- 1. 35 - 1. 24 - 1. 59 - 0. 95

出租汽车数量
0. 020 7 - 0. 960 5∗ - 0. 004 9 -0. 736 0∗∗

- 0. 8 ( - 1. 71) ( - 0. 37) ( - 2. 22)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2 090 704 2 090 704
R2 0. 392 0. 561 0. 347 0. 534

城市数 247 71 247 71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 p < 0. 1 时有统计学
意义。 所有回归均使用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高数字化组和
低数字化组分别是数字化水平高于和低于 75% 分位数的城市
样本。

表 3 的结果揭示了数字化水平对规模效应和

密度效应的重要调节作用。
首先,高数字化城市的规模系数明显大于低

数字化城市,无论是对总专利授权还是实用新型

专利。 这表明数字化水平提高放大了城市规模效

应,高数字化城市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规模优势促

进创新。
其次,高数字化城市的密度系数显著高于低数

字化城市,表明数字化水平提高大幅增强了密度对

创新的促进作用。 同时,密度平方项的负向系数在

高数字化组也更大,说明高数字化环境下密度与创

新的倒 U 型关系更为陡峭,最优密度点更为明显。
最后,通过计算最优密度阈值,本文发现低数

字化城市组的最优密度为 3 093 人 / km2,而高数字

化城市组为 4 838 人 / km2。 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3:
交流成本的降低(包括数字化水平提高带来的交流

成本降低)将提高城市的最优密度阈值。
此外,本文注意到控制变量的影响也存在异

质性。 例如,科学技术支出在高数字化城市的边

际效应更大,表明高数字化环境能更有效地将创

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出租汽车数量的负向影

响在高数字化城市更为显著,可能反映了高数字

化城市面临更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
总体而言,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

过降低空间交流成本,显著放大了城市规模效应

和密度效应,并提高了最优密度阈值。 这一发现

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城市在推进数字化转

型的同时,可以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水平,从而最

大化创新潜力。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

量法进行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前本文进行了详细

的诊断性检验,报告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工具

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内生性后,城市规模对

创新绩效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假

设 1 的稳健性。 人口密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在大多数模型中成立。 最优密度阈值的计

算结果与基准回归相似,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2。
(四)稳健性探讨

首先,本文将专利授权数前置一期、对专利授

权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及以发明公布数进行计

量检验,交叉验证规模、密度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检验的结果是核心结论基本不变。 同时以市区常

住人口规模作为城市规模的替代变量,但考虑城

市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口密度之间存在相关性,本
文进行如下处理:先将各城市人口总量对城市的

人口密度及其平方项进行回归,求得残差值;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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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残差值作为各城市人口总量的替代变量,与城

市人口密度等变量放入计量模型中进行回归,从
而尽量减少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其次,本文对重要的解释变量进行替代性检验。
例如使用城市所拥有的公共汽车数量、出租车、道路

面积、高峰拥堵指数分别衡量城市交通运输能力。
最后,在计量方法上,本文先后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工具变量法、将被解释变量

前置 1 期等方法进行估计,不同估计方法所得到的

结论一致。
五、总结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系统揭示

了城市规模、密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数

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研究的 4 个核心假设均得到

稳健的经验支持。 第一,城市规模对创新绩效具有

显著的超线性促进作用。 实证结果表明,城市规模

系数在 0. 091 ~1. 583 区间内显著为正,工具变量估

计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因果关系,验证了城市规模扩

张通过知识溢出、劳动力池和中间投入共享等集聚

机制促进创新的理论预期。 第二,密度与创新绩效

呈现倒 U 型关系,存在最优密度阈值。 全样本最优

密度约为 4 520 人 / km2,超过此阈值后,拥堵效应将

抵消集聚收益。 这表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需要在

地理集聚与拥堵成本之间寻求平衡。 第三,数字

化转型显著重塑了城市创新空间格局。 高数字化

城市组的最优密度阈值(4 838 人 / km2)比低数字

化城市组(3 093人 / km2)高出 56. 4% ,且规模效应

和密度效应均得到显著增强。 这表明数字技术

创造虚拟集聚,通过降低交流成本和提高匹配效

率,扩展了城市创新的空间承载力。 第四,城市

规模与最优密度呈正相关关系。 大城市组的最

优密度阈值(4 869 人 / km2)显著高于中小城市组

(3 918人 / km2),反映了大城市更强的密度承载

能力和更复杂的空间组织城市效率。
本文研究发现对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 深圳是

中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 而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
10 年间,全国人口增长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增长了

700 万人口,占到了其 2010 年的 70%以上,作为名

副其实的“创新之都”,深圳是全国面积最小、人口

密度最高的大城市。 可见密度对城市的重要性。
2024 年,浙江吸引外省人口数量达 45. 4 万,仅次于

广东,而杭州是浙江虹吸人口第一城。 早在 2007 年

我国各大城市曾掀起过抢人大战,进入 2025 年,在
“杭州六小龙”现象刺激下,各地新一轮“抢人”大战

再度升级,而且从娃娃抓起,如杭州、长沙等城市“大
门敞开”,无房无户孩子可以来上学。

(二)城市层级三要素理论

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看:①创新活动主要集

中在城市,城市因人才集聚、产业配套、基础设施

完善及需求多样性等优势,是创新的核心空间载

体;②在全球化竞争和资源约束背景下,创新(技
术、制度、模式创新)是城市突破 “资源瓶颈、路径

依赖” 的关键,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
③一般来说,城市存在“层级—创新”正相关效应,
那些层级高的城市,通常拥有更优质的创新要素

(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金融资本),创新力普

遍更强;④创新力未必是城市提高层级地位的充

分条件,但一定是必要条件,城市若想实现层级跃

升,必须提高创新力;⑤创新依赖 “高知识、高技能

人才”,人口规模越大,潜在人才池就越大,所以规

模是城市培育创新力的基础,地理集聚是扩大规

模的途径;⑥地理集聚可能产生拥塞效应,所以密

度会对规模效应有调节作用,适当的密度会强化

规模效应,过大的密度会抵销规模作用;⑦正是由于

规模与密度的内生交互作用,以及创新对城市向上

攀登层级的影响作用,规模、密度与创新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城市层级体系的关键要素和核心驱动力。
城市层级体系的演进以关键要素的协同作用

为核心,规模、密度与创新在此过程中形成相互支

撑的动态关联,共同决定城市功能能级的提升路

径。 城市规模的价值并非人口数量的简单叠加,
而是高技能人才、产业资源等创新要素的集聚程

度及其协同效率,只有当要素质量与产业基础相

匹配,这种规模才能为城市突破层级瓶颈奠定基

础。 密度作为调节规模效应的核心变量,其适配

性直接影响城市层级效能。 创新则是驱动城市层

级跃升的核心动力,更是规模要素优势与密度协

同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纽带,缺乏创新

能力的城市易陷入“规模膨胀而层级停滞” 的困

境。 三者的动态平衡构成城市能级提升的内在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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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规模为创新提供要素基础,密度为创新搭建高

效场景,创新为规模与密度赋予价值增量。 从空

间经济学视角来看,规模、密度与创新是城市层级

跃升的关键三要素。 这一逻辑体系即空间经济学

的“城市层级三要素理论”。
在经济层面上,城市是生产要素和消费的集

聚中心,而中心的形成是市场力量经济主体用脚

投票的结果。 “适度密度 + 大规模 + 强创新→高

层级城市”符合空间经济学逻辑。 但在政治层面

上,城市是国家的“层级隶属”,因此“行政层级”和
“功能定位”不仅是决定城市层级的核心要素,而
且是“规模、密度和创新”发挥作用的基础:行政层

级决定了城市的资源获取能力,功能定位决定了

城市规模、密度的合理区间。 因此,在政治经济学

的空间视域中,规模、密度、创新、行政层级和功能

定位五要素共同构成城市层级体系的关键要素,
其中规模与密度存在内生交互作用,创新是层级

跃升的核心动力,行政层级与功能定位则决定了

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框架。
(三)三点启示

第一,各大城市要努力提高最优密度阈值。
据本文计量结果,我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有提高密

度的必要,尤其是大城市。 城市越大,越有提高最

优密度阈值的潜力。 在达到最优密度阈值之前,
吸引人口有利于城市创新;即便达到了当前条件

下的最优密度阈值,也应通过加强数字化而提升

空间承载力,提高最优密度阈值。 我国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大城市是创新的主力军,先锋队,理应

担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
第二,城市创新要改变“引人”思路。 以往中

国城市间的创新竞争聚焦 “抢人才”,各地纷纷出

台补贴、落户优惠,试图以高端人才撬动发展。 这

在人口红利期确有成效,但随着人口总量下降,单
靠争夺少数人才的模式渐显局限———人才需要产

业土壤,更需要人口支撑的消费市场、服务体系和

社会活力。 因此,城市创新不能再只盯着 “塔

尖”,而要 “向下看”———吸引普通人口。 人口是

创新的基础盘:足够的人口规模、较大的人口密

度,能孕育多元消费需求,催生新业态;完善的劳

动力结构可支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降低创新成本;
而在虚拟集聚无所不在的时代,虚拟空间的个体需

求都可能成为创新的源头。 当然,吸引人口并非简

单 “扩规模”,而是要完善公共服务、优化生活成本,
让普通劳动者能安居。 当城市既能留住人才,也能

容纳更多普通人,形成 “人才引领、人口支撑” 的良

性循环,创新才能真正扎根,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随着数字化和 AI 的迅速发展,经济已进

入虚拟集聚和地理集聚并存的”双空间集聚”新阶

段,且虚拟集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对经济范式和

资源空间配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高等级城市凭

借强大的 AI 算力中心、丰富的科研资源、完善的

产业链和活跃的创新氛围等优势,依然能吸引大

量人口和企业集聚。 这将重塑资源空间格局,更
显城市层级跃升的重要性。 利用虚拟集聚引智引

才促进创新,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之一。 虚拟集聚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内在契合

的:虚拟集聚可突破引才地理壁垒,匹配高质量发

展的“智力需求”;虚拟集聚可直接服务创新,契合

高质量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核心逻

辑”;虚拟集聚发展体现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的

“高质量水平”。 因此,每一个城市都要充分利用

虚拟集聚赋能城市创新,具体路径可从搭建虚拟

平台、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创融合、完善支撑体

系等四维度着眼。
(四)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尽管本文的计量采用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但
仍存在改进空间。 首先,使用城市行政区划层面

的平均密度未能充分捕捉城市内部密度分布差

异,未来研究可利用更细粒度的空间数据探索城

市内部多中心结构对创新的影响。 其次,本文研

究主要关注专利授权量而对创新质量考察有限,
未来可考虑创新影响力或突破性前沿性创新比例

等质量维度。 再次,虚拟集聚正在展现出无穷的

发展潜力和更大的应用空间,但虚拟集聚的测度

方法还是黑箱,本文只是借助数字化从理念上说

明它对创新的影响,并没有精细的刻画。 在 AI 时
代,虚拟集聚伴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对虚拟集聚

的精细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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